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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湘三峡移民的迁徙对方言演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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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 要：在对湖南移民史进行了简单回顾以后，总结了人口迁徙对方言演变影响的若干因素，重点讨论了外在客

观因素、人口个体因素、人口集体性对移民方言的影响，这些影响归根到底呈现出两种趋势：对原有方言的分化

和保护。在此基础上，还分析了入湘三峡移民的迁徙活动在影响其方言接触上的独特性：总数大，而分布时间、

地点不集中；西南官话与新湘语、老湘语、赣语、西南官话的接触；推广普通话的大背景；非自愿前提；多为农

村移民；家族被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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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的演变除了自身发展规律外，人口迁徙也是

最重要的外因之一。“历史上没有不通过移民而实现的

方言传播。”[1](114)可以说，方言的演变总是在移民社

会中完成，并不断进行新的更替。移民和迁入地居民

是方言接触的主体对象，如果能详细描述并记载他们

在某个或多个历史时期的语言情况，我们就能清晰地

看到人口迁徙是如何对方言的演变起作用的。 
湖南境内方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

是基于方言各层次的实地调查。在方言的历史变迁的

研究上，仍然缺乏静态描述的专门史料，因此要讨论

湖南人口迁徙对其方言的演变情况，将面临很大的困

难。而 2000 年开始的三峡移民工程中，有部分外迁移

民搬至湖南，他们的方言演变进程如何呢？他们的语

言交际状况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呢？这正是一个对移

民方言状况历时研究的良好契机，也是一项长期调查

的起点。本文试图通过湖南境内几次主要的人口迁徙

情况，来归纳人口迁徙影响移民方言的一般性要素，

以及作为人口迁徙的主体，同时作为语言接触的一方，

入湘三峡移民与一般移民相比有何独特性。 
 

一 
 
“现代湘方言可以追溯到楚国的远祖身上。商代

甲骨卜辞中最早提到了他们。楚人本在中原河南的西

南部，后来在战国时期迁居湖南，导致了湘方言的形

成。”[2]同样，湖南历代的入境移民，不仅导致了湘方

言的诞生，而且对其境内方言的演变有着深刻的影响。 
鲍厚星先生在谈到湘语区的形成问题时，也没有

避开湖南历代的移民史，尤其是外地移民的影响。“五

代以前，湖南的外地移民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湖

南的外地移民多来自东方。”[3](119)他对谭其骧《湖南

人由来考》进行详细的分析后，提出了湖南移民史的

分期：北方移民的三次浪潮分别发生在永嘉年间

(307—312 年)、安史之乱以后和靖康之乱以后。这些

移民的迁徙浪潮前后波及了今湖南境内的安乡、澧县、

华容等北部地区，湘中、湘南(如道县西)，以及洞庭

湖西北岸的常德、澧县一带，“不仅在湖南境内沅、澧

二水流域形成了北方方言(即西南官话)地区，也对湘

语尤其是湖南北片的湘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3](119)

东部江西移民在五代以后大量涌入湖南，分别经历了

“纯江西时代(五代至北宋)”“初期混杂时代(南宋至元

代)”“大混杂时代(明代)”“转变时代(清代)”。因此，

赣语的影响也是极大的，“在湘东由北而南形成狭长的

赣语区，或是在湘中、湘西南等其他地区留下了赣方

言点……或是让一些其他地点方言带上了不同程度的

赣语色彩……同时，对于湘语内部形成清浊两大分野，

赣语也有相当的影响。”[3](122) 
湖南境内的移民，其主体仍然是农业移民。从人

口学上看，他们的迁移模式主要有两种：国家组织的

移民活动和民间的自由迁移。不管哪种迁移模式，往

往都带有“趋食性”和谋生目的，对于从迁移后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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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得到更充足的土地资源，创造更丰厚的物质财富

怀有很高的期待值。 
 

二 
 

社会的流动，人口的迁徙，带动着方言始终不断

变化发展。把语言接触的双方分开来看，一方面,迁入

地方言在移民浪潮持续有力的侵蚀下会渐渐演变。葛

剑雄先生在《研究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中提到

这种现象，他认为移民对迁入地方言的影响有四个主

要因素：移民的数量，集中程度，社会地位，移民方

言与迁入地原有方言间的差异。当然，除了这四个方

面，我们还能看到，如果当地居民的个体有着统一的

主观意愿，并且不断膨胀，就很可能对移民的外来方

言起到抵触作用。 
另一方面，移民客居他乡，受到迁入地方言的影

响更大，影响的方式也更为复杂。首先，外在的客观

因素通常起着决定性作用，比如自然环境、交通状况、

移民居住的集中程度等。从宏观上说，迁入地的地理

状况和交通状况决定着迁居而来的移民与当地居民或

者外界的接触程度。湖南的客家话分布就是个很好的

例子。“湖南境内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罗霄山脉和南岭

沿线地区。这一地理分布上的特点奠定了湖南客家方

言演变的基本方向。”[4]同时，由于客家人迁到的山村

交通落后，与非移民来往极少，这种封闭性和保守性

也使得客家方言得以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其次，移

民个体因素如年龄、职业、性格、经济状况、教育水

平等也很重要，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年龄越小，学

习方言的能力越强。职业性质和性格特征又决定了移

民与外界交流的多寡，自给自足的农民或内向沉默的

人就明显少于接触，对自己方言的保护性就越强。开

放式的教育或者落后于当地居民的经济状况，都有利

于移民主动放弃自己方言转而学习迁入地方言。第三，

移民集体性的影响有时也是非常强大的。这主要表现

在移民家族、家庭的方言情感及其对移民的制约。还

是以客家人为例。客家人对内历来有着非常严格的家

族规仪，“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祖训不但要求

客家人坚持说客家话，而且要求新媳妇在进门后几年

内必须学会客家话，对于外嫁的女儿和长期在外地工

作的客家人，他们回家探亲也必须说客家话。如果不

说，就指责其“忘了祖宗忘了本”。家庭对多种语言的

选择情况也是一种方言情感的暗示。如果在移民家庭

中都不使用自己的方言，则可能把移民方言的语用价

值降到最低，从而导致它的最终消失。 

总之，不论是迁入地方言还是移民方言，在接触

中的相互影响无非来自于两股力量：一种是分化其原

有方言的势态；一种则对其原有方言进行保护。而两

种方言的演变方向也正是这两股反向力量同时作用的

合力。入湘三峡移民虽然搬迁时间不长，方言的演变

并不明显，但人口迁徙对移民方言的影响也有着上述

一般性的规律。 
 

三 
 
入湘三峡移民具有移民的一般性特征，但是和湖

南历代移民事件相比，在新的时期又有其独特性。这

也为移民方言的演变增添了不少新的因素，成为影响

其方言演变的新的前提，对方言学研究特别是社会方

言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一) 总体数量很大，但在分布时间、分布地点上

都不集中 
 从 2000 年至 2004 年，三峡移民迁入湖南的人数

共达 7466 人。但是，这批移民分两批四次先后迁入，

在时间上并不集中，因此语言的适应和融合状况也各

不一致。同时，移民在湖南的安置地包括 8 个市 21
个县(市、区)的 98 个乡镇，在湘东、湘南、湘北、湘

西南、湘东南均有分布。即使在一个乡镇，移民也被

安置在不同的村、组。入湘三峡移民基本采用集中安

置和插花安置两种方式。集中安置人数最多的在郴州

市苏仙区，共 706 人。插花安置的原则是每组 2 户以

上，5 户以下，大部分移民采用插花安置。 
由此可知，入湘三峡移民虽然数量庞大，但是分

布时间先后相差达 5 年，分布地点纵横整个湖南境内。

这种时间和空间的不集中，使得各个安置点的移民基

本以弱势群体的面貌出现，移民方言也处于劣势地位，

被分化的可能性也越大。 
(二) 西南官话(劣势)与新湘语、老湘语、赣语、

西南官话(优势)接触的情况 
    入湘三峡移民来自重庆忠县、万州、开县的各个

乡镇。根据杨时逢先生的《四川方言调查报告》，把这

些移民的迁出地都划为西南官话区，笔者在各地取样

调查的移民方音系统也证实了这一划分。而迁入地的

方言也正好是湖南主要方言区域的代表：湘语北片(如
汨罗、益阳)，湘语南片(如涟源)，赣语区(如攸县，醴

陵)，官话区(如郴州)。也就是说，移民与当地居民的

方言接触，实际上是西南官话与湖南境内各方言区域

代表点之间的接触。 
在这样的方言接触中，移民方言与迁入地原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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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差异的大小就十分重要了。双方方言“差异越大，

语言上的冲突越激烈，不是‘你死我活’，一种方言消

灭另一种，就是势均力敌，长期并存。而在差异不大

的情况下，往往容易相互影响，使原有方言发生微小、

缓慢的变化”[5](89)。不仅迁入地原有方言的演变会出

现这样的情况，移民方言同样如此。差异如果很大，

语言冲突严重，移民方言作为劣势语，很可能被消灭，

或者在有限的几代移民内部尚能与优势语“势均力敌，

长期并存”，但渐渐将使用范围缩小到家庭语言中，最

终因失去语用价值走向消亡。如攸县、涟源等地，与

移民的西南官话差异太大，移民难以适应，甚至开始

反感，认为当地话不好听，不文明，评价很低。同时，

对当地话习得情况也不容乐观。以攸县为例，在接受

调查的 111 人中，仅有 5 人表示现在能完全听懂当地

话，年龄全部在 18 岁以下，表示完全听不懂的还有

24 人。 
另一种情况，如果差异较小，如衡南话中就有很

多西南官话的成分，郴州话本身就是分布在湖南境内

的西南官话区。此时移民与当地居民基本能够通话，

语言障碍并不大，只须在交流过程中相互做细微调整。

比如移民会主动学习当地对农事的称呼和对亲属称谓

的称呼。衡南县三塘乡被调查的 32 人中，有 28 人表

示能够完全听懂或者听懂一大部分当地话。 
    迁入地方言的情况越复杂，与西南官话的差距越

大，可能对移民方言的破坏性越大，也可能使得移民

无法学会优势方言的情况下，干脆坚持自己的方言，

拒绝学会迁入地方言，反而对移民方言起到保护作用。

因此，在这一演变要素中，分化力量和保护力量是同

时存在的。 
(三) 推广普通话的大背景 

   推广普通话是湖南移民史上从没有面临过的新背

景，也使得对入湘三峡移民的语言研究具有新的意义。

从最初形成到现在的方言区域划分，湘方言受到北方

官话和赣语影响是最深远的。最直接的结果是在湘西、

湘西北和湘南地区形成了一大片的西南官话区，在东

部与江西交界的连绵地带以及内部的新化等地，形成

了大批带有明显客赣成分的方言。而普通话通过政府

行为和教育行为基本得到了普及，官话在持续不断的

侵蚀着湖南境内的方言，使其面临一种不可避免的趋

势：渐渐模糊其原有特征，接近普通话。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一方面，由于西南官话与普

通话基本接近，当地居民可以很轻松地接受，同时还

可能借助普通话的“时尚”，侵入到当地居民的语言中。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证。鲁国尧先生就在《客、赣、

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中指出，永嘉之乱后，“成

千上万的北人涌进了吴语区和楚语区的北部”[6](70)，

这批人携带的是当时在全国享有权威地位的洛阳话，

使得新居留地的土著居民纷纷效仿，“《颜氏家训·音

辞篇》指出‘帝王都邑’的语言具有权威性：‘独金陵

与洛下耳’。在建康，百姓说吴语，而士族与官员则说

南方通语”[6](71)。这也导致了今天在南京和湖北大部

分地区以官话为主的面貌。另一方面，普通话很可能

成为一种双方妥协的方式被同时接纳。普通话不仅是

大家能够共同使用的通语，而且在各方言区都作为一

种“更文明、更好听、更亲切”的语言被更多的人接

受。在“推普”的影响下，当地居民之间使用普通话

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尤其集中在年轻人中，或在学校、

银行等一些服务性或赢利性机构。因此，不管是移民

还是当地居民，方言情感已经被淡化了。 
调查数据表明，移民在迁移前后，普通话的使用

次数增多。迁前基本不说普通话的有 55.1％，迁后只

有 14.4％。同时，说普通话的水平也有了提高。认为

自己说得流利或比较流利的人，由迁前的 31.5％上升

到迁后的 67.1％。尤其是在方言差异较大的一些地区，

普通话更显示出它强大的可行性。 
(四) 非自愿前提下的语言接触 

    三峡移民工程是政府出于国家公共建设需要，运

用权力和财力加以引导、组织并且强制推行的，因此

三峡移民是非自愿性移民。他们对于安置地的环境，

包括语言环境在内，都没有充分的决定权和选择权。

在这种非自愿前提下发生的语言接触，大多数客观因

素具有不可动性。如迁入地的自然条件，语言差异，

经济状况等，而移民个体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尤为凸现。

尽管移民很愿意保留自己的方言，但是由于严重失去

了方言优越感，他们最终还是不得不选择学习迁入地

方言。移民的语言习得过程中，能否主动积极地学习，

对当地方言或高或低的价值判断，学习途径的多寡，

这些都根据移民的个体差异而各不相同。调查中，认

为当地话好听的占总人数的 7.76％，这些人的年龄集

中在 18 岁以下，或者文化程度较高，或者是从事一些

相对开放职业的人。相对应的，这批人能够听懂并且

说当地话的程度明显要高出其他人。在这一演变要素

中，分化还是保护，取决于移民自身对迁入地方言习

得的态度。 
   在湖南移民史上，非自愿性移民不在少数，他们的

方言是如何渐渐适应的，我们已经无法从史料记载中

得知。但根据对入湘三峡移民现有的方言习得态度的

调查和统计上，我们可以推想到，两种差异很大的方

言要实现融合该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对于移民本

身又是一个多么矛盾而痛苦的历程。因此，在对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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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置和措施中，我们也应该考虑到更多方言适应的

因素，减轻移民的方言压力，使方言的融合有更多的

“软着陆”。   
(五) 多为农村移民，社会、经济地位不高 

   入湘三峡移民基本全部是农村移民，社会地位不

高，没有掌握多少文化、经济权力，也没有强大的行

政权力。因此对迁入地的社会影响较小，不会像永嘉

乱后的人口南迁那样，虽然同样是政府性移民，但后

者的移民人口包括了大批贵族甚至帝王、官吏、文人

以及随同的艺人、工匠、商人、将士、奴婢等，对迁

入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有重大的

影响。 
    三峡移民在与迁入地的融合过程中，无论在经济、

社会地位上，还是在语言上，都处于劣势地位，都处

于外界力量的强大包裹之中。仅从文化程度来看，被

调查的 219 人中，小学或小学以下的有 124 人，占到

了 56.62％，而高中或高中以上的仅 21 人，不到 10％。

迫于生存压力，或者出于对强势方言的羡慕和掌握强

势方言的强烈愿望，他们会采取主动迎合的姿态来学

习迁入地方言，有些甚至会自己或在下几代中放弃原

有方言。因此，在这一演变要素中，分散力量是占主

导地位的。 
(六) 搬迁时家族被分散，可能存在的家族规仪被

人为打破 
入湘三峡移民区别于以往的移民运动，最大的特

点就表现在其家族被人为分散。历史上的人口迁移通

常带有“趋食性”和谋生目的，因此一般都是携一家

老小共同迁移。不管是灾荒、动乱或者其他异常社会

原因造成的民间自由移民，还是国家组织将“狭乡”

人口迁往“宽乡”，大的家族集体迁徙的可能性都比较

大。他们在迁徙流亡的过程中，经常携带着固守的家

族规仪，对移民成员内部加以制约。而三峡移民不同，

政府对三峡移民的安置是有策略性的。移民们的分布

在地点上和时间上并不集中，往往大的家族被分散：

一部分仍在老家，一部分在移民地，或者一个家族被

分散安排在几个不同的移民地。家庭规模减小，导致

传统意义上的血缘关系、劳动互帮关系、邻里关系等

都被打破。从文化的层面上看，带来的后果是“家族

关系和宗族组织被打破，传统的家族文化缺失”。何泽

仪等在《三峡移民的文化差异和文化融合》一文中对

岳阳地区新市镇和杨林乡两地部分三峡移民的调查，

就清晰地反映了这种情况(见表 1)。 
家族传统文化的缺失，使得本来有着巨大制约性

的家族规仪烟消云散，除了对个别成员有着心灵上的

自觉约束外，已经无法形成一种集体压力来强行保留

移民方言，“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家训也遭到

了破灭。在没有强大的家族管束的情况下，三峡移民

的方言失去了保护力量，随着外部接触状况，遵循语

言自身发展的内部规律，开始更加自由地演变。在这

一演变要素中，分散力量是占主导地位的。 
 

表 1  岳阳地区新市镇、杨林乡部分移民家庭规模及结构 

新  市 杨  林 
 

移民前 移民后 
 
移民前 移民后

调查户数(人) 7 7  14 
家庭规模(%)     

3～5 人 42.86 71.43 35.71 71.43
6～8 人 42.86 28.57 57.15 28.57

9 人以上 14.28  7.14  
家庭结构(%)     
单人家庭 0 0 0 0 
核心家庭 42.86 57.14 50 78.57
主干家庭 57.14 42.86 

 

50 21.43
注：单人家庭，即一个人独居；核心家庭，即一对夫妇或一对夫妇

及未婚子女共居；主干家庭，即两代以上的夫妇共居。以上夫妇亦包括
其中一方残缺的情况。 

 
 

四 

 
在移民史的研究上，语言学的方法受到越来越多

的重视，即通过对方言区及亚区的考察来“复原历史

时期移民活动的若干片断” [5](90)，“在缺少文献资料

的情况下，方言往往能成为确定某次移民运动是否存

在，移民来自何处，何时迁入等问题的重要证      
据”[5](90) 。反过来，同样能够通过研究移民活动的情

况，解释和判断方言形成的源流和方言间的关系。 
但是，移民活动并不能完全决定方言的形成，“方

言格局与移民分布之间并不是一种线性的关      
系”[1](114) 。这也是在对三峡移民语言使用状况的研

究中必须注意到的一点。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湖南

的湘阴，是赣语从北路侵入湖南的第一站。江西移民

占到外来移民总数的 72％，但是，湘阴的主要方言仍

然是以湘语为主，“赣方言特征仅能与湘语相颉    
颃”[7]。这种情况也得到很多研究者的共识，李蓝在

《湖南方言分区述评及再分区》中，就坚定地认为“历

代的移民与现代方言面貌的关系，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但不是一因一果的直线决定关系。有什么样的移民就

一定有什么样的方言类型，这样的想法是比较片面简

单的”[8]。移民与方言分布可能形成的不一致，就是

由方言接触的主体因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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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ian Mu was an outstanding historian of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He was a master of Chinese studies that 
exerted positive influence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arison bw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other cultures, h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Chinese culture was superior to others in the acpects of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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